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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南北差距及其根源
———基于作物性质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丛胜美　 耿鹏鹏　 罗必良∗

摘　 要：中国经济发展的区域差异及其根源，一直备受学界关注。 其中，市场化发育的区域差异是

解释经济发展差距的重要线索。 然而，市场发育区域差异的生成根源却未能得到恰当的处理与阐释。

文章试图从作物性质的政治经济学维度，构建“政府管制 － 作物性质 － 逃避策略”的逻辑框架，探讨区

域经济发展差距背后市场发育的决定机理。 文章认为，如果将市场化进程视为政府管制放松的过程，

那么管制放松就可以区分为主动管制放松与被动管制放松。 由可实施逃避策略所决定的被动管制放

松及其所触发的市场化进程往往具有不可逆性。 由此，逃避策略选择的区域差异性，将导致区域市场

化发育程度的不同进而带来经济增长的差异。 基于全国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６ 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由

“无政府主义”的作物种植所表达的管制逃避策略，能够显著促进市场化的发育程度；作物种植差异及

其所蕴含的种植文化特性，共同决定了南北市场化差异；源于 ２０１３ 年全面开展的农地确权，进一步强化

“南强北弱”的管制逃避，导致南北经济差异不断扩大。 本研究有助于为中国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提供新

的洞见，从而为缓解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并推进中国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提供政策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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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探寻经济增长及其差异的根源，是经济学界长盛不衰的话题。 从国别的贫富差距（Ａｃｅｍｏｇｌｕ
ａｎｄ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２０１２），到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异（Ｌｅｅ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２），均受到了广泛关注。 党的十九大报

告明确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之间的矛盾”。 其中，区域经济差距是发展不平衡最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孙志燕、侯永志，２０１９）。 尽

管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近年来趋于收敛，但南北区域差距自 ２０１３ 年以来越发突出（盛来运等，
２０１８），已成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中值得关注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２０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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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分化的态势，已有大量文献分别从资源禀赋、要素流动、资本积累、技术

进步、产业结构以及管理者才能等多个维度进行了讨论（邓仲良、张可云，２０２０）。 关于中国南北经济

差距形成与扩大的原因，主流文献大体分为三类：一是“系统论”，认为南北经济差距是多种因素共同

作用的结果。 主要包括所有制结构、工业产业结构、固定资产投资、市场发育程度、地理位置、国家政

策、经济体制、思想观念、意识形态、技术创新、资源配置、金融体系、商业文化和新兴经济发展水平等

多方面因素（郭妍、张立光，２０１８）。 二是“主因论”，认为影响南北差距的因素具有层次性，并从影响

区域经济增长的因素中筛选出要素、结构、制度等关键性因素（盛来运等，２０１８）。 三是“匹配论”，认
为要素结构与产业关联、城市规模与产业结构、市场规模与产业选择三个方面的匹配机制，是决定经

济增长空间分异的根源（邓仲良、张可云，２０２０）。 杨明洪等（２０２１）的最新研究则认为，南北地区在

区域政策环境、贸易开放环境、人居生态环境、产业载体、投资载体和科技载体等方面的异质性与动

能转换的差异，是南北差距的重要根源。 上述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不同方面深入理解南北经济差距

问题。
事实上，上述关于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市场规模及政策环境等因素的分析，与其说是决定区

域经济差距的根源，还不如说是市场化不同发育水平的结果（樊纲等，２０１１）。 关于市场化改革在经

济发展及区域差距形成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不仅成为主流文献讨论的核心话题，而且达成了较

为一致的共识。 研究表明，市场化改革通过改善资源配置效率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樊纲等，２０１１；
赵恢林，２０１９）。 但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一方面为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提供了重要

的推动力（Ｂｒａｎｄｔ ａｎｄ Ｒａｗｓｋｉ，２００８），但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区域经济增长不平衡的重要反差。 从这

个层面来说，可以认为市场化发育是一把双刃剑（钱金保，２０２０）。 卢现祥、王素素（２０２１）的研究表

明，２００５ － ２０１８ 年东部与西部市场化指数的差距从 ０. ０５５ 扩大到 ０. １３０，增幅为 １３６. ４１％ ；南方和北

方市场化指数的差距则由 ０. ０１２ 扩大到 ０. ０３１，增幅为 １７０. ６９％ 。 与之对应，东部地区占全国 ＧＤＰ
比重由 ５４. ８１％下降至 ５２. ４１％ ，西部由 １７. ０８％ 上升至 ２０. ０５％ ；南方地区占全国 ＧＤＰ 的比重由

５７. ３５％提高到 ６１. ５２％ ，北方则从 ４２. ６５％下降为 ３８. ４８％ 。 可见，无论是市场化水平还是经济发展

水平，东西差距均有所收敛，而南北差距则有扩大的趋势，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新的现象①。
本文关注的问题是，如果说区域经济发展差异是市场化发育不平衡的结果，那么，是什么因素决

定了市场化发育的区域差异？ 或者说，在国家宏观体制一致的背景下，导致区域市场化发育差异的

根源是什么？ 因此，理解我国南北经济差距尤其是 ２０１３ 年之后差距扩大的新问题，必须进一步寻找

市场化发育不平衡的内生性根源。
市场化进程在本质上是政府管制的逐步放松（张曙光、赵农，２０００），对于从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

场经济体制的转型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如同市场化的双刃剑效应，政府管制也存在类似特征。 一方

面，促进市场化发育并不意味着管制的彻底消除。 在转型经济中，垄断、负外部性、信息不对称等市

场失灵现象始终存在，需要通过政府管制予以矫正（陈富良，２００１）。 另一方面，政府管制也并非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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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国家统计局的区域划分，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东、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福建、海南，西部地区包括广西、
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内蒙、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另外，参考有关文献（杨明洪等，２０２１），南方地区包括江苏、浙江、
上海、安徽、湖北、湖南、江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福建、广东、海南、西藏 １６ 省（区、市），北方地区则包括黑龙江、吉林、辽
宁、河北、北京、天津、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山西、陕西、青海、山东、河南 １５ 省（区、市）。 本文后文的区域划分均以此为据。



有效。 随着产业间替代竞争加剧、技术创新、经济条件的变化，固有的政府管制也会导致政府失灵，
需要通过放松管制来解决上述问题。 对经济发展而言，市场和政府两个部分都是必不可缺的，没有

政府和没有市场的经济都是一个巴掌拍不响的经济。
不同的管制放松将导致市场化发育的不同路径。 管制放松存在两种不同的逻辑：一是主动放

松。 由于管制是有成本的，因此政府管制策略的选择，也遵循成本效益的核算逻辑（陈富良，２００１）。
假定不存在管制制度的路径依赖与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扰（Ｎｏｒｔｈ，１９９０），当管制放松增加的净收益大

于管制实施的直接成本与间接成本（寻租活动及租金耗散），政府就具有放松管制的积极性与主动

性，市场化程度将由此提升；二是被动放松。 如果主动放松没有发生，当被管制者能够发现其潜在收

益机会时，管制者和被管制者的博弈就出现了。 一旦被管制者选择并实施逃避管制的策略，而管制

者不仅因过高的监督成本及实施成本，而且因为管制的不可实施而难以抑制其逃避行为时，管制者

将不得不放松管制。 这类被动的管制放松，也将提升市场化程度。 对于第一类情形，政府管制的主

动放松，是基于管制实施的经济有效性而言的，存在管制强化与放松的可逆性，由此带来的预期不确

定性并不足以保证市场化的稳定发育。 与之不同，第二类情形的管制放松不仅仅是政府基于经济核

算的结果，更是因为管制的不可实施性所决定的，由此所诱发的市场化进程则是不可逆的，从而能够

表达市场化的内生逻辑。
以谷物等实物的形式征收农业税赋是历史上众多国家维护统治的核心手段，而监督作物种植及

其产出物则往往是政府进行管制的重要方式①。 Ｓｃｏｔｔ（２０１７）开创性地从作物种植的角度讨论了农

民逃避管制的“艺术”。 他按照“政治”标准将作物分类为“无政府主义作物”和“集权主义作物”。
作为“集权主义作物”的稻麦，具有看得见、可分割、可估算、可储存、可运输等技术特性，且其季节性

特征与财政需求的可计划性高度契合，使其便于作为“征税单位”而受到国家的青睐；而作为“无政

府主义作物”的马铃薯、树薯等，既不利于产量监督，也不便于运输储存，隐含着作为税收单位的高昂

征收成本。 因此，逻辑上可以推断，选择种植结构的“非谷物化”或“无政府主义作物”可以视为一种

“管制逃避”的策略。 显然，地域与环境的不同、资源及农艺禀赋的不同，尤其是商业意识的不同，一
定会导致逃避策略的选择性差异。

鉴于作物的性质差异能够表达管制、逃避及其市场化的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含义，本文试图通过

构建“政府管制 －作物性质 －逃避策略”的分析框架，揭示市场化发育及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生成

根源。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将政府管制、市场化发育与区域经济差距结合，有助于深化

对经济增长根源的机理认识，并丰富相关的研究文献；第二，鉴于市场化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联性，
从市场化发育程度来揭示区域经济差距的成因，往往存在严重的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因此，借
助作物种植因素能够有助于识别因果关系；第三，阐明农耕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农业的

种植结构不仅表达了气候、地理与技术的含义，而且能够表达广泛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其中，作物品

种的种植选择隐含着重要的“政治”意蕴，由地理条件及其种植文化所表达的制度遗产，对经济发展

有着路径依赖的基础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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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联合国粮农组织（ＦＡＯ）对作物分别使用“谷物”“块根类（主要是薯类）”“豆类（不含大豆）”以及“油料作物”等分类指标。
中国官方统计的粮食作物则包括谷物、豆类（主要是大豆）、薯类（甘薯和马铃薯，不包含木薯和芋头）。 本文使用的“谷物” （集权主

义的）主要指稻谷、小麦、玉米三类作物。



本文分为六个部分。 除引言外，第二部分是理论分析，重点是基于谷物种植的“国家理论”，通过

主动管制放松与被动管制放松两类路径的识别，阐明作物性质差异与管制逃避策略所决定的市场化

发育的内在机理，提出中国作物种植的区域差异及其逻辑推论；第三部分是数据来源、变量设置以及

计量模型选择；第四部分是实证分析，集中讨论谷物种植对市场化发育差异的影响；第五部分进一步

讨论“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及南北文化差异将如何决定南北经济差距，并对 ２０１３ 年以来南北经济

差距加剧扩大的原因从产权角度做出可能性解释；第六部分是结论与讨论。

二、作物种植、管制放松与市场化发育机理

（一）作物种植的国家理论

众所周知，在农业革命之前，智人部落过着被称为“原始的富足”狩猎采集生活。 当时的大部分

人都生活在小部落里，部落则会随着环境和资源的变化而不断迁徙。 而这一切在大约 １ 万年前全然

改观，智人开始投入全部的心力，操纵着几种动植物的生命，由此发生了一场关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农

业革命。
值得重视的是源于农业革命的“国家理论” 。 著名人类学家 Ｓｃｏｔｔ（２００９，２０１７）的“农庄效

应”模型，从谷物种植的视角为人们提供一个新的关于国家理论的历史认知。 由第一次农业革

命带来的谷物栽培与家畜驯养，农业与定居社群的结合促成了国家的形成，并进一步加剧了

“相互强化过程” 。 一方面，农耕模式为国家聚集人口与剩余物提供支撑，另一方面，国家也凭

借其强制与暴力推广农耕与定居。 由于谷物构成了国家财政的基础，所以 Ｓｃｏｔｔ 认为“谷物造

就国家” 。 其中，因谷物作为征税单位不仅与国家财政的可计划性高度契合，而且与国家边界

高度吻合。 事实上，早期的国家空间，大多与谷物的种植空间重合，中华帝国如此，罗马帝国亦

然，肥沃新月地区也是这样。 这些帝国疆域的边界往往也就是谷物种植的边界。 正因为如此，
国家疆域的税赋管制“围墙”导致了双向驯化的“农庄效应” ：围墙内的农耕国家，相当于一个

封闭的农庄系统。 在这个系统中，定居农民驯化谷物、牲畜，从而驯化城墙内的自然生态；国家

则驯化农民、农作，并从根本上驯化整个社会生态。 与之对应，反向驯化程序也就随之而来，即
被驯化的植物动物通过国家的“征税偏好”反作用于人类社会，从而导致人类社会适用于这些

被驯化的动植物，由此走向“双向驯化”的历史进程。
Ｎｕｎｎ ａｎｄ Ｐｕｇａ（２０１２）的研究表明，在奴隶与殖民贸易盛行的年代，那些崎岖的地域对于抵抗外

部掠夺具有自我保护的优势，因为殖民统治者难以在这些地方大肆攫取。 相反，Ｃｈｅｒｎｉｗｃｈａｎ ａｎｄ
Ｍｏｒｅｎｏ － Ｃｒｕｚ（２０１９）发现，１６ 世纪之后，尽管多种美洲作物被欧洲人引入非洲，但玉米却得到了最

为快速的传播。 因为玉米所具有的税赋管制性质，能够满足殖民统治者进行“营养产出 －所需劳力”
的权衡，因为在当时可选择的各类粮食作物中，种植玉米所需的劳力是最少的。 由此，在 １６００ － １９００
年间，玉米引种不仅带来非洲人口密度的上升，而且加剧了殖民者的奴隶贸易扩张。 玉米隐含的管

制工具性导致了非洲的历史性“劫难”。
不同作物隐含着不同的征税含义。 通过成本收益的筛选机制，谷物脱颖而出，并成为早期国家

进行组织控制的工具性手段。 历史上著名的文明，都建立在谷物生产基础之上，如稷之于古老中国，
玉米之于南美洲。 “历史纪录中没有以木薯、西谷米、山药、芋头、大蕉、面包果或地瓜立国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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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ｏｔｔ，２０１７）。 Ｍａｙｓｈａ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基于谷物与土豆种植的历史研究证明，政治组织的发展程度与

是否种植谷物具有密切的相关性。 在主要作物为谷物的地区，政治组织多为国家（ ｓｔａｔｅ）或大国

（ ｌａｒｇｅ ｓｔａｔｅ），而在以土豆或其他植物为主要作物乃至于不种植作物的地区，政治组织的发展程度大

多不超过大酋邦（ ｌａｒｇｅ ｃｈｉｅｆｄｏｍ）。 可见，谷物为政治组织提供了物质保障，是谷物而不是根茎作物

决定了国家的起源与人类早期文明的生成。
（二）政府管制及其放松路径

政府管制的核心目标是要通过对社会经济主体施加限制和约束，为市场运行及行为主体建立相

应的规则。 但众多经济学家强调，政府管制并不必然有利于公众利益，往往需要付出很高的实施成

本与效率损失。 一方面，政府对资源产权与经济行为的宏观管制易于引发资源配置和权利分配的扭

曲，诱致权力集团寻租和院外集团游说所导致的效率与公平损伤；另一方面，国家管制实际上将分散

决策的权力集中于政府，从而因信息不完全与不对称内生出高昂的交易成本。 事实上，政府管制不

仅改变了产权结构，还引起经济当事人常常不能预见的复杂经济后果，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财富分

配及整体福利水平（Ａｌｓｔｏｎ ｅｔ ａｌ. ，１９９６）。 因此，管制放松的本质是产权结构的重新调整，是一个租

金耗散不断减少的过程，也是最小化交易成本的理性选择结果（Ｂａｒｚｅｌ，１９８９）。 所以，政府管制强化

抑或放松，遵循着成本收益的核算逻辑。 当然，如果政府集团存在特殊的目标偏好或者能够在管制

中获得特殊利益，管制放松亦是可以逆转的。
“社会风险论”认为，维护社会安定与政权稳定是国家治理的首要目标，但由于国家行政指令与

基层诉求并不总是相一致的，从而决定了基层单位往往会基于自身利益而实施管制逃避行为。 管制

者如若发现管制背后的潜在收益，将产生管制与逃避管制的博弈局面直至达成博弈均衡。 一个基本

事实是，管制逃避的行为将加剧政府管制的监督成本和组织成本（斯皮格尔、张明，２０１２），国家自上

而下的管制也将面临很高的治理风险。 由此，国家在一定的范围内会通过对基层行为的“默许”，放
松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利从而形成政府与民众事务处理之间的“润滑剂”，以实现国家治理成本的最小

化。 社会风险论的观点表达了政府管制放松源于化解社会风险的被动选择。 制度经济学的研究也

表明，在制度竞争的压力之下，通过边缘制度的创新改善效率，能够坚持和维护核心制度的稳定性

（曹正汉、罗必良，２００３）。 一种特别的情形是，一旦被管制者选择并实施逃避管制的策略，而管制者

不仅因过高的监督成本及实施成本，更是因为管制的不可实施而难以抑制其逃避行为时，那么管制

者将不得不放松管制。 所以，这类被动的管制放松具有不可逆性。 可见，前述的“国家理论”与本节

讨论的管制放松路径具有对应性。
（三）逃避策略、被动管制放松与市场化发育

在农耕社会，统治者能够采取的切实有效的管制措施主要是监督作物种植及其产出物，因为以

实物形式征收农业税赋是历史上众多国家维护统治的核心手段（Ｃａｒｎｅｉｒｏ，１９７０）。 但是，谷物仅仅是

作物种植的一部分。 不同的作物，对国家治理有着不同的政治经济学含义。
一是作物分类的“政治”标准。 Ｓｃｏｔｔ（２０１７）按照“政治”标准将作物分类为“集权主义作物”和

“无政府主义作物”。 谷物作为“集权主义作物”源于其无可比拟的优势（Ｍａｎｎ，１９８６）。 第一，谷物

的生长情况能够直接观测，有助于据此调整征税时间；第二，谷物果实便于分割、计量和评估，便于征

税官进行监督并准确调整赋税额度；第三，谷物生长具有“有限生长”的特点，且成熟时间集中，时序

一致，便于征税者一次性征收完毕；第四，其收获物便于运输和储存，征税成本低。 正是这些天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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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优势，使得谷物被赋予了不可替代的政治工具含义。 即便是现代社会，谷物种植在维护国家粮

食安全与经济社会稳定中依然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政治作用”。
与之不同，根茎类的马铃薯、树薯等则可视为“无政府主义作物”。 薯类作物因耐旱、耐瘠，生长

期短，适应性强，产量高，许多农民将其作为常规作物种植失败的补种品种。 然而，这类“杂粮”作物

并非总是统治者所喜闻乐见的。 因为它既不利于产量监督，也不便于运输储存，隐含着作为税收单

位的高昂征收成本（Ｓｃｏｔｔ，２０１７）。 例如木薯块茎，长于地下，无需过多人力且易于隐藏，成熟期近一

年，允许地底藏匿的时间长，而收获相对费力且运输不便。 事实上，除粮食作物之外，众多经济作物

由于生长时序不一致、储运成本高也无法获得统治者的青睐，例如豆类，尽管像谷物一样便于分割和

储存，但却种类多样异质性强，而且亦无固定的收获时间节点（大豆从豆芽、鲜荚到干豆均可食用）。
无论是空间上还是时间上由于无法提供一次性的收获，显然这些作物也不是统治者和税吏首选的限

定作物。 因此，如果说谷物是政府管制的工具性手段，那么非谷物尤其是根茎类作物的种植则是逃

避管制的重要策略。
二是被动管制放松与市场化发育。 一般来说，管制放松能够促进市场化发育，但不同的管制放

松逻辑将导致市场化发育的不同路径。 如前所述，政府管制的主动放松，是其成本收益权衡的结果，
具有相机选择的策略性特征，从而意味着管制强化与放松的可逆性，由此带来的预期不确定性并不

利于市场化发育。 与之不同，由管制逃避策略所决定的政府管制被动放松，不仅仅是政府管制成本

核算的结果，更是因为管制的不可实施性所决定的，从而市场化进程是不可逆的，能够表达市场化的

内生逻辑。 重要的是，管制的被动放松并不具有全局性与同质性，因为不同区域的被管制者由于自

身禀赋、选择空间不同，给管制者带来的影响也不一样。 可以认为，“集权主义作物”和“无政府主义

作物”表达了国家管制与逃避管制的工具性意义，决定着管制放松的主动性与被动性，从而导致市场

化发育不同的生成逻辑。 通过“集权主义作物”的行政命令，国家将强化对地方经济自主权与事权的

管制，导致基层经济主体无法获得充分的剩余控制权，从而抑制市场化。 而作为逃避管制的“无政府

主义作物”，则能够带来不可逆的管制放松并诱发市场化发育。 可以认为，“无政府主义”作物有着

重要的逃离管制的“经济自由主义”基因。
应该强调，尽管管制逃避造成了政府事实上的管制放松，但不应突破政府管制的目标底线，即不

能干扰国家宏观方略与危害国家安全。 尤为重要的是，“无政府主义作物”的种植并不存在无限的选

择空间，而是与地域环境紧密关联。 地理生态与资源禀赋、作物种植及经验积累，尤其是商业文化沉

淀的不同，不仅决定了“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与管制逃避策略选择的区域性差异，而且导致了被动

管制放松的可能性程度及由此所决定的市场化发育的区域性差异。
（四）中国情境：作物种植的区域差异及其推论

２００６ 年中国彻底废除了农业税。 但并不意味着谷物作为“集权主义作物”的政治属性的消失。
我国一直将保障粮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始终将“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为

此，我国政府制定了一系列的管制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划定 １８ 亿亩耕地的保障红线、严格控制不同

功能区土地的使用、对建设用地指标实行严格的审批制度、强化粮食生产的主体责任，以及国家通过

农业补贴、最低收购价政策等一系列政策，提升农民种粮积极性。 既然谷物种植仍具有政府管制的

含义，那么，基于作物性质解释市场化发育差异进而解释南北经济发展差异将是一个可能的研究

策略。

·６·

市场化、南北差距及其根源———基于作物性质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没有一个被人民广泛拥护且控制力较强的政治组织，自然无法对国家进

行行之有效的干预和宏观调控。 本文将当时各省份的农作物种植视为一种近似无政府情形下的自

然分布状态。 根据前文逻辑，新中国成立以来各个省份谷物种植的变化幅度是政府管制的结果，而
管制又可以表达市场化的程度。 利用 １９４７ 年的谷物种植数据（许道夫，１９８３）作为新中国成立前的

基期数据，以 ２０１６ 年作为观测时间，对此阶段的谷物种植比重变化与市场化发育程度进行观测。
图 １ 表明，１９４７ － ２０１６ 年，谷物种植比重增幅越大的区域，其市场化发育程度越低。

图 １　 １９４７ － ２０１６ 年谷物种植比重变化与市场化发育

注：（１）２０１６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２０１７）。 （２）１９４７ 年数据来源于《中国近代农业生产及贸易统计资料》

（许道夫，１９８３）。 数据较为完整的省份有 ２５ 个。 其中，北方 １３ 省包括晋、冀、鲁、豫、蒙、黑、吉、辽、新、宁、青、甘和陕，南方

１２ 省包括皖、苏、浙、湘、鄂、赣、闽、粤、桂、川、滇和黔。 （３）“集权主义作物”包括水稻、小麦和玉米；“无政府主义作物”则

包括豆类、薯类、油料、麻类、棉花、糖料、烟叶、蔬菜等。

基于上述，本文提出的基本命题是：市场化发育过程可视为政府管制放松的过程，而根据政治属

性可将农作物细分为“集权主义作物”和“无政府主义作物”，且分别表达着管制和逃避管制的政治

经济学含义。 不仅如此，作物的政治属性对中国南北经济发展差距具有重要解释力。 文章的核心推

论是，作物性质及其布局差异，不仅形成了逃避策略选择的区域差异，而且导致了市场化发育的区域

差异，从而成为区域经济增长差异的重要根源。

三、数据、变量与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数据来源于北京国民经济研究所编制的“中国分省份市场化指数” （１９９７ － ２０１６）
（樊纲等，２０１０；王小鲁等，２０１９）。 鉴于该指数的编制标准在 ２００８ 年做了部分调整，为保证数据口径

的一致性，本研究将分为两个时段进行实证。 一是在讨论市场化区域差异机理时，以樊纲等（２０１０）
的数据为准（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７ 年）；二是在讨论经济增长区域差异根源时则以王小鲁等（２０１９）的数据为

准（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６ 年）。 其他数据则分别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国农村住

户调查年鉴》、《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等官方数据。 在此基础上分别构

成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６ 年的省级面板数据（不含港澳台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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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设置

１. 被解释变量

本文以市场化指数作为被解释变量。 数据来源于《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

２００９ 年报告》（樊纲等，２０１０）。 该指数对中国各地区的市场化进行定期测度，力图真实地反映各地

区在市场化改革方面的进展。 考虑到我国市场化进程的变化，所以在指标体系上存在部分调整，但
不影响各年度指数的可比性。

２. 核心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政府管制。 我国的三大粮食作物（水稻、小麦和玉米） ，是典型的

不可替代的“集权主义”谷物，能够表达政府管制的程度，因此本文选用两个代理变量进行刻

画。 一是“谷物面积省内占比” ，即各省农作物播种面积中小麦、水稻和玉米三大粮食作物的

占比。 二是“谷物面积全国占比” ，即在全国谷物总播种面积中各省的占比。 其表达的含义

是，两类指标的占比越高，表明该省区面临的管制程度越强，反之则意味着管制的被动放松

程度提升。
３. 主要控制变量

本文对可能影响市场化的各类因素进行控制。 主要包括：（１）气温与降雨。 采用各省中心

城市年均气温及降雨量进行测度。 （２）耕地面积。 耕地面积能够表达区域内的人地关系。 一

般来说，人地关系紧张的区域，往往会倒逼非农就业及非农产业的发展，进而影响市场化水平。
（３）总人口数与农业人口占比。 由此控制各省区粮食需求情况以及城乡人口结构。 （４）平均

受教育水平。 引入该变量是为了控制人力资本对市场发育的影响。 （５）人均 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
可以控制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 （６）第二产业占比和第三产业占比。 由此控制地区产业

结构变化带来的影响。 （７）作物种植适宜度。 采用徐新良等（２０１７）估算的中国农田生产潜力

数据来测度作物种植适宜度。 由于该数据是以栅格为单位，为此本文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工具做进一

步处理以求得各省区作物种植适宜度的平均值。 （８）海拔和坡度。 区域的地形地理特征能够

影响土地使用，进而影响市场化程度。 采用各省平均海拔和平均坡度来表达地形地理特征。
所用数据来源于中国科学院资源环境科学与数据中心提供的高程数据，并利用 ＡｒｃＧＩＳ 工具对

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各省海拔与坡度的平均值。 （９）各省省会距离大型港口的距离。 用以测度

经济开放度以及对市场发育的影响，通过谷歌地图中的“距离测量工具”测算各省政府到最近

港口的距离（包括宁波舟山港、上海港、广州港、青岛港、天津港、大连港、烟台港、日照港、营口

港、湛江港以及福州港和海口港） 。 主要变量名称、定义以及统计描述见表 １。
（三）实证策略与模型选择

本文采用的实证模型包括两个：一是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该模型既可以控制不随时间变

化的个体固定效应，降低遗漏变量对估计结果的影响，还可以控制随时间而不随省份变化的

效应，即全国性的冲击。 二是随机效应模型。 当关键解释变量以及某些控制变量不随时间

而变化时，双向固定效应无法进行估计，此时利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则可以解决上述

问题。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本文采用的宏观数据为面板数据，在基准模型部分，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

型，通过此模型来估计谷物种植比重对市场发育程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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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主要变量、定义及统计描述

变量 定义 ／ 单位 均值 标准差

市场化指数 樊纲等（２０１０）测算的市场化指数（取对数） １． ６０５ ０． ４３７

谷物面积省内占比 本省谷物占本省农作物播种面积比（％ ） ５４． ２９６ １０． ７３１

谷物面积全国占比 本省谷物占全国谷物总播种面积比（％ ） ３． ２２６ ２． ３５８

气温 一省平均气温（摄氏度，取对数） ２． ６０２ ０． ４０２

降雨 一省平均降雨（毫米，取对数） ６． ５７５ ０． ６３３

总人口 各省总人口（万人，取对数） ８． ０２２ ０． ８８９

农业人口占比 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 ６７． ６６３ １５． ９２７

耕地面积 省级耕地总面积（千公顷，取对数） ７． ７１５ １． ０４９

教育 平均受教育年限（年，取对数） １． ９８７ ０． ２１１

人均 ＧＤＰ 人均 ＧＤＰ（元，取对数） ９． １７１ ０． ６５７

第二产业占比 第二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 ） ４２． ７７２ ８． ４１９

第三产业占比 第三产业占 ＧＤＰ 比重（％ ） ４０． ９５５ ７． ３５７

种植适宜度 作物种植适宜度（取对数） ７． ２７５ １． ３４９

海拔 省平均海拔（米，取对数） ６． ０１１ １． ５８２

坡度 省平均坡度（度，取对数） ０． ９６７ １． １２０

港口距离 与港口的距离（公里，取对数） ５． ９５４ １． ３１７

Ｙｉｔ ＝ α０ ＋ α１ Ｘ ｉｔ ＋ α２ Ｄｉｔ ＋ μｉ ＋ λ ｔ ＋ εｉｔ （１）
下标 ｉ 和 ｔ 分别代表省份和年份。 ｕｉ 是省份固定效应，λ ｔ 是年度固定效应。 εｉｔ是随机扰动项。

Ｘ ｉｔ是方程的核心解释变量，Ｄｉｔ为控制变量。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作物种植适宜度、平均海拔、平均坡

度、距最近港口距离四个变量是各个省份的个体固定因素，故只在随机效应模型中进行估计。
随机效应模型。 固定效应模型无法估计不随时间而变的变量的影响，而本文使用的个别变量以

个体固定效应存在，因而引入随机效应模型。 具体模型为：
Ｙｉｔ ＝ α０ ＋ α１ Ｘ ｉｔ ＋ α２ Ｄｉｔ ＋ μｉ ＋ λｔ ＋ εｉｔ （２）
式中变量含义同式（１）。 另外，时间趋势项是从“１９９７ 年 ＝ １”开始依次赋值。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模型分析

表 ２ 报告了两个核心解释变量对市场化指数影响的估计结果。 结果表明，在省区层面“集权主

义作物”的种植比重越大，越抑制其市场化的发育水平。 第（１）、（３）列是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通过豪

斯曼等检验确定为最优模型。 其中，谷物面积省内占比的系数为 － ０. ０１２，在 １％ 水平上显著。 第

（２）、（４）列报告了随机效应模型结果，两个关键解释变量均呈显著负相关。 总体而言，谷物种植强

度表达的政府管制对市场化发育呈现出显著负向影响，与理论分析一致。
要强调的是，第（３）列的结果表明，就省区层面来说，降低谷物种植占比以提升市场化发育程度，

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减少谷物播种面积而危及国家粮食安全，相反，在保障粮食种植的前提下，扩大复

耕土地面积、增加非谷物类作物播种面积或复种指数，既有助于降低谷物面积省内占比又不会影响

全国的谷物分布，又能够有效实现市场化发育与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兼容。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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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谷物种植对市场化指数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３） （４）
谷物面积省内占比 － 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４） － 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２）
谷物面积全国占比 － ０． ０５３（０． ０３６） － ０． ０４６∗∗∗（０． ０１２）

气温 ０． ３５１（０． ２７４） ０． １０２（０． １０４） ０． ３４３（０． ２９０） ０． ０２６（０． ０８０）
降雨 ０． ０２０（０． ０２５） ０． ００７（０． ０２８） ０． ０２２（０． ０２５） ０． ０１３（０． ０２６）

总人口 － ０． ６０２（１． ０３４） － ２． ８２１∗∗（１． ２６５） － ０． ８０７（１． ２０１） － ２． ７８７∗∗（１． ３０７）
农业人口占比 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４） ０． ００３（０． ００２） ０． ０１１∗∗（０． ００５） ０． ００５∗∗（０． ００２）

耕地面积 １． ７００（１． ０７０） ２． ９３２∗∗（１． ２６２） ２． １７２∗（１． ２６７） ３． ０２１∗∗（１． ３１７）
教育 ０． ３２２（０． ４３１） ０． １３２∗（０． ０７４） ０． ３７４（０． ５１１） ０． １６４∗（０． ０８８）

人均 ＧＤＰ － ０． １４２（０． １８１） ０． ３６３∗∗∗（０． ０７３） － ０． １２７（０． １８９） ０． ３０８∗∗∗（０． ０７８）
第二产业占比 ０． ０２２（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６（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８（０． ０１６） 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６）
第三产业占比 ０． ０１３（０． ０１７） 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６） ０． ０１４（０． ０１８） 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６）
种植适宜度 ０． １０３∗∗∗（０． ０２４） ０． １０８∗∗∗（０． ０３０）

海拔 ０． ０２２（０． ０５１） ０． ０４８（０． ０５５）
坡度 ０． ０３３（０． ０４９） － ０． ０２５（０． ０５０）

港口距离 － ０． ０６９∗∗∗（０． ０２４） － ０． ０８３∗∗∗（０． ０２６）
常数项 － ８． ５２８∗（４． ５５５） － ２． ７４８∗∗（１． ２１５） － １１． ２９０∗（５． ８３６） － ３． ４１７∗∗（１． ２６９）

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３６ ３３６ ３３６ ３３６
Ｒ２ ０． ８１２ ０． ７９２

　 注：∗∗∗ ｐ ＜ ０． ０１， ∗∗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二）稳健性检验 １：基于历史数据的估计

历史上作物种植分布所形成的耕作文化遗产，可能会对当前的市场化发育产生影响。 为了进一

步从历史事实中捕捉谷物种植和市场化之间逻辑关联的经验证据，本节采用历史数据替换核心解释

变量进行重新估计。 第一，使用 １９４７ 年各省份作物播种面积数据计算出的谷物面积省内占比（许道

夫，１９８３）。 第二，使用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７ 年历年谷物比重与 １９４７ 年谷物比重的差值作为解释变量，来表

达管制强化的程度。 回归结果如表 ３。 其中，第（１）列表明，建国前谷物播种面积的比重显著负向影

响市场化发育程度。 第（２）列结果表明，谷物播种面积占比的增幅越大，所表达的管制强度越大，将
越发抑制市场化发育水平。

表 ３　 历史数据对市场化指数的影响

变量 （１） （２）

１９４７ 年谷物比重 － 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１）

谷物比重的变化幅度 － 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时间趋势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常数项 － １． ０１６（１． ３９８） － ９． ４７８∗∗（４． ３４５）

观测值 ２７４ ２７４

Ｒ２ ０． ８８８

　 注：∗∗∗ｐ ＜ ０． ０１， ∗∗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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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稳健性检验 ２：利用工具变量法的估计

考虑到谷物种植与市场化发育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节引入村落规模作为工具变量进

行重新估计。 其合理性在于：首先，村落规模与作物种植具有相关性。 定居农业中的聚集方式在很

大程度上由作物的耕作方式所决定。 其中，谷物种植农艺的相对标准化与时序一致性，使得农地与

农家在空间上具有可分离性，由此形成的居住方式具有“抱团”与聚集性，从而使得村落规模相对较

大；而作物种植的多样性及其所要求现场处理的及时性，往往会要求农地与农家的紧密结合，从而导

致村落的分散与小规模化（金其铭，１９８９）。 其次，村落规模的形成具有明显的历史性，是农业生产活

动中人与人、人与自然长期互动演化的结果，因而对现期的市场化发育具有一定的外生性，从而满足

工具变量的选择标准。 本文村庄规模的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聚落地理》（金其铭，１９８９）和《中国历

史的空间结构》（鲁西奇，２０１４），数据采集年份集中于 １９８０ 年前后。 表 ４ 第一阶段回归的结果表明，
村落规模显著提高省域范围内的谷物种植占比，满足相关性要求；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谷物面积

占比的提高将显著抑制其市场化水平。

表 ４　 利用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结果

变量
一阶段估计结果 二阶段估计结果

谷物面积省内占比 市场化指数

村落规模 ６． ９７５∗∗∗（１． ４５０）

谷物面积省内占比 － ０． ０１６∗∗∗（０． ００５）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３３６ ３３６

Ｆ 值 ３２． １５２

　 注： ∗∗∗ ｐ ＜ ０． ０１， ∗∗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四）稳健性检验 ３：基于区域划分的再估计

逻辑上而言，谷物种植与市场化之间的关系不仅仅表现在全国层面，在地域层面也应该具有类

似的因果关系。 基于此，本节进一步做分区比较。 一是根据国家财政部等部门 ２００４ 年联合下发的

《关于 ２００４ 年降低农业税税率和在部分粮食主产区进行免征农业税改革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中的

划分标准，将我国省份划分为粮食主产区（１３ 个省份）和非粮食主产区（１８ 个省份）；二是根据前文

的界定，将各省份划分为南方和北方产区。
表 ５ 的估计结果显示：（１）无论是按照粮食主产区划分还是按照南北省份划分，“集权主义”作

物种植都能够显著抑制市场化发育；（２）每降低一单位的谷物面积省内占比，非粮食主产区或南方产

区，所获得的市场化提升空间要大于粮食主产区或北方产区；（３）通过引入是否粮食主产区或南北分

区（０ － １ 赋值）与谷物播种省内占比的交互项进行实证，交互项系数均具有显著性，验证了系数绝对

值的统计学差异。
（五）机制分析：对市场文化的考察

作物种植作为一种农耕文化，如果说宏观上谷物造就政治组织与国家，那么谷物种植的差异性

将造就区域的市场文化差异。 其一，政府管制提高了创业成本，而管制放松下的人们更具有创业精

神（Ｂｒａｎｓｔｅｔｔｅｒ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４）。 其二，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所隐含的个体文化特质，更有利于激发创新

能力（Ｂｕｋｏｗｓｋｉ ａｎｄ Ｒｕｄｎｉｃｋｉ，２０１８）。 为此，本文使用人们的择业选择（体制内和体制外）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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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谷物种植对市场化指数的影响（区域对比）

变量
粮食主产区 非粮食主产区 南方产区 北方产区

（１） （２） （３） （４）

谷物面积省内占比 － ０． ００８∗∗（０． ００３） － 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５） － ０． ０１９∗（０． ００９） － 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３）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５． ０７３（４． ３０３） － １４． ３００（８． ６２４） － ９． ８２６（７． ７７５） － １３． ４１０∗（７． ４７６）

观测值 １４２ １９４ １７２ １６４

Ｒ２ ０． ９４２ ０． ７８９ ０． ７８６ ０． ９０３

　 注：∗∗∗ ｐ ＜ ０． ０１， ∗∗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限于篇幅，交互项的结果并未报告，留存备索。

能力进行机制分析。 其中，利用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计算方式为：“１ －谷物种植占省内农作物播种

面积的比例”）表达管制放松；利用体制内与体制外的从业人数占比测度就业的市场化观念；使用地

区技术专利受理数和技术专利授权数刻画创新能力。 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中国劳

动统计年鉴》的省级数据。
表 ６ 的估计结果表明，由无政府主义作物所表达的逃避策略诱发了管制放松，显著促进人们的

市场化择业。 表 ７ 的回归结果则表明，无政府主义作物占比的提升，能够促进技术创新并促进市场

化水平的提高。

表 ６　 作物种植、择业选择与市场化水平

变量
私营从业人数占比 市场化指数 国营从业人数占比 市场化指数

（１） （２） （３） （４）
无政府作物省内占比 ０． １９８∗∗（０． ０７３） － ０． ２６１∗∗∗（０． ０６３）
私营从业人数占比 ０． ０１１∗∗∗（０． ００３）
国营从业人数占比 － ０． ０１３∗∗∗（０． ００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２６８． ０００∗∗（１２３． ９００） － ９． ００２∗（５． １５４） ３０７． ４００∗∗∗（１０８． ６００） － ７． １８２（５． ４６９）
观测值 ３４０ ３３６ ３４０ ３３６

Ｒ２ ０． ８１０ ０． ８１１ ０． ９０２ ０． ８１３

　 注： ∗∗∗ ｐ ＜ ０． ０１， ∗∗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五、南北经济增长差异：作物种植的政治经济学意蕴

（一）南北经济差距的形成机制

１. 无政府主义作物与南北经济差距

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选择的空间差异，是导致南北市场化及经济发展差异的原发性根源。 地理

环境决定了南方“无政府主义作物”的种植更具制度土壤。 一是南方山水纵隔的地理形态，使得无政

府主义作物的种植难以被监督和管制。 二是南方湿热的气候条件使得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可以实

现多熟制（翟虎渠，２０１６），由此所决定的比较经济优势，更易诱发管制的逃避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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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７　 作物种植、创新精神与市场化水平

变量
专利受理数 市场化指数 专利授权数 市场化指数

（１） （２） （３） （４）
无政府作物省内占比 ０． ０１０∗（０． ００５） ０． ０１２∗∗（０． ００６）

专利受理数 ０． ２０５∗∗（０． ０７７）
专利授权数 ０． ２４４∗∗∗（０． ０７０）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度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４． ２４３（７． ９６２） － １２． ２６０∗∗（５． １８５） ２． ３３５（８． ６７８） － １３． ８７０∗∗（５． ３２６）
观测值 ３４０ ３３６ ３４０ ３３６

Ｒ２ ０． ８６８ ０． ８２９ ０． ８５６ ０． ８３５

　 注：∗∗∗ｐ ＜ ０． ０１， ∗∗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为验证以上逻辑推论，本节基于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６ 年的面板数据，分别使用各省份 ＧＤＰ 增长率和南

北方 ＧＤＰ 增长率的差值作为被解释变量。 并在基准模型表 ２ 基础上增加了可能影响 ＧＤＰ 增长率

的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一是资产情况，选用固定资产折旧占 ＧＤＰ 比重进行衡量；二是劳动力情况，
增加 １５ － ６４ 岁劳动力占比进行控制；三是经济结构，在原有产业结构基础上增加城镇人口占比、
私营企业营收比重进行控制（盛来运等，２０１８）。

表 ８ 中第（１）列的估计结果表明，无政府主义作物省内占比对 ＧＤＰ 增长率呈现显著正效应，
表明无政府主义作物占比越大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越高。 第（２）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南北方无政府

主义作物种植占比差距越大，越会显著加剧南北经济发展的差距，从而证明了“无政府主义作物”种
植所表达的管制逃避对南北经济差距具有重要的解释力。

表 ８　 作物种植与南北经济差距

变量
ＧＤＰ 增长率 ＧＤＰ 增长率差距

（１） （２）

无政府主义作物省内占比 ０． １３５∗∗∗（０． ０４７）

无政府主义作物占比差距 ０． １９９∗∗∗（０． ０１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１３． ８０７（９８． ５８６） ０． １４５（３． ８０２）

时间趋势 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控制

观测值 ２７９ ２７９

Ｒ２ ０． ７６５

注：∗∗∗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２. “南稻北麦”文化差异与南北经济差距

千百年来，“南稻北麦”一直是我国农业种植的基本格局。 水稻和小麦两类主粮作物尽管

同属于“集权主义作物” ，但地理分布与耕作差异所形成的文化沉淀，造就了不同的制度性“基

因”与管制环境（Ｇｕｉｓｏ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６） ，从而对于南北经济差距具有重要的机理性作用。 一方

面，北方麦区长期是中国的政治中心，无论是谷物性质还是地理位置，都使其易于监督和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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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稻区远离政治中心而且隔山隔水，其高昂的监督成本意味着稻区具有较为宽松的管制逃

避空间。 另一方面，相较于小麦，水稻种植更具劳动力密集型特征，且对于耕作条件、灌溉设施

及其分工合作具有较高的要求，从而形成了稻作区集体主义文化（ Ｔａｌｈｅｌｍ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４） 。 显

然，集体主义中的互帮互助、协同维护所形成的“土围子” ，对内有助于个体逃避“集权管制体

系” ，对外有利于在资源及其控制权的竞争中占优。
（１）微观证据。 本节基于 ２０１６ 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数据（ＣＬＤＳ） ，使用村庄层面的作

物种植状况来刻画稻麦文化（具体赋值：水稻 ＝ １；小麦 ＝ ０） 。 考虑到创业开拓精神和契约精神

被视为市场化发育的重要特征，因此本文使用 ＣＬＤＳ 问卷中“是否创业”和“是否签订书面劳动

合同”两类问项（具体赋值为：是 ＝ １，否 ＝ ０）作为代理变量进行回归分析。 表 ９ 的估计结果显

示，相比于小麦种植区，稻作区具有更为明显的市场文化品质，从而进一步验证了上文的基本

逻辑。

表 ９　 南稻北麦种植文化对市场精神的影响

变量
创业精神 契约精神

ＯＬＳ 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Ｐｒｏｂｉｔ

稻麦种植文化 ０． ０２８∗∗∗（０． ００９） ０． ２６９∗∗∗（０． ０９６） ０． ３７０∗∗（０． １８４） １． ４１８∗∗（０． ６２４）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职业虚拟变量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虚拟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０． １１０∗∗∗（０． ０２４） － １． ０４２∗∗∗（０． ２０２） － ０． ０４６（０． ３０５） － １． １４９（１． ０３２）

观测值 ２２７０ ２２７０ ３２２ ３１２

（伪）Ｒ２ ０． ０２６ ０． ０６３ ０． ３３５ ０． ２７８

　 注：∗∗∗ ｐ ＜ ０． ０１， ∗∗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２）宏观证据。 中国作物的“南稻北麦”格局与耕地类型（水田旱地）的分布相契合。 为此，按照

前文的南北分区进一步设置耕地类型作为作物种植的代理变量（具体赋值：水田 ＝ １；旱地 ＝ ０）。 其

中，南方的水田省份为 １６ 个，北方的旱地省份为 １２ 个（不含内蒙古、青海和宁夏以牧场为主的省

份）。 表 １０ 第（１）列结果显示，相比于旱作区，以水田为主的南方地区具有更高的市场化水平。 第

（２）（３）列结果表明，以水田为主的省区，更易于实施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的管制逃避，且能够显著

提升其市场化水平。 因此，中国“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以及南方的管制逃避，是导致南北市场化水

平差异的重要诱因，并最终导致南北经济差距。

表 １０　 耕地类型、作物种植与市场化水平

变量
市场化指数 无政府作物省内占比 市场化指数

（１） （２） （３）

耕地类型 ０． １７２∗∗∗（０． ０５７） １３． ２１４∗∗（６． １４１）

无政府主义作物省内占比 ０． ００７∗∗∗（０． ００２）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４． ５０５∗∗∗（１． ２２３） － ９４． ６３０∗（５２． ０４０） － ４． ４６１∗∗∗（１． ０４６）

观测值 ３０４ ３０８ ３０４

　 注：∗∗∗ ｐ ＜ ０． ０１，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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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根源

１. 南北经济差距扩大的产权机理

本文的基本逻辑是，由逃避策略与种植文化所决定的市场化发育逻辑，导致了市场化及经济发

展的南北差距。 事实上，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到 ２０１０ 年，中国南北 ＧＤＰ 比重一直维持在较为稳定的状

态。 为什么随后尤其是 ２０１３ 年之后南北经济总量差距呈现不断扩大趋势？ “南稻北麦”的种植格局

自古有之，显然不能对此做出回答。 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寻求逻辑一致的解释。
两个方面的事实尤其值得重视。 第一，我国粮食生产重心不断北移。 南方地区粮食作物播种面

积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４７８２２ 千公顷增加到 ２０１３ 年的 ５００１９ 千公顷，但之后逐步减少至 ２０１８ 年的 ４８６７０ 千

公顷；相反，北方地区则从 ２００７ 年的 ５７８１７ 千公顷持续增加到 ２０１８ 年的 ６８３６９ 千公顷，且从 ２０１３ 年

开始加速增长（杨进、刘新宇，２０２１）。 第二，始于 ２００９ 年开始试点并于 ２０１３ 年在全国推进的农村承

包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简称“农地确权”），由此所决定的产权安全性与稳定性预期，一方面激励了

南方对无政府主义作物的逃离，并不断推进市场化进程，另一方面却突显了北方土地、劳动力及机械

化种植的比较优势，从而强化了对政府种粮政策支持的路径依赖。 可见，粮食种植重心北移与农地

确权政策实施具有内在关联性。 农地确权能够为种植结构调整或管制逃避策略的实施，进而为南北

经济差距扩大提供机理性洞见。
２. 农地确权政策效应的实证检验

我国的农地确权是逐次推进的，２００９ 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开展农地确权并开始小范围的村

庄试点，２０１１ 年至 ２０１３ 年以乡镇为单位在数百个县进行试点，２０１３ 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用 ５
年的时间基本完成农地确权工作。 其中，２０１４ 年农业农村部首先将山东、四川和安徽作为整体试点

省份，２０１５ 年增加江苏、江西、湖北、湖南、甘肃、宁夏、吉林、贵州以及河南 ９ 个整省试点，在 ２０１６ 年

又增加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黑龙江、浙江、广东、海南、云南、山西 １０ 个省份开展整省推进。
２０１７ 年则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本文采取两种方式刻画农地确权。 （１）按照省级层面确权进度赋值（简称为“整省确权”），已经

推进及完成确权的省份赋值为 １，未开展确权的省份赋值为 ０；（２）农地确权被视为继土地改革、家庭

承包之后的第三次农村土地革命。 制度变革的重要性势必带来广泛的社会响应，哪怕是最初的村庄

试点也会释放出强烈的政策信号。 因此，与前述确权进展相对应，可按照试点工作的推进层级与次

序进行赋值（称之为“层级确权”），即 ２００９ － ２０１０ 年赋值为 ０. ２（之前赋值为 ０），２０１１ － ２０１３ 年赋值

为 ０. ５，２０１４ 年及之后赋值为 １。 使用 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６ 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
表 １１ 中第（１）列的估计结果显示，农地确权政策所诱导的无政府主义作物的布局差异，显著拉

大了南北的经济发展差距，第（２）列的估计结果依然支持了这一结论。 进一步对比（１）（２）列两个交

互项的系数，可以发现，即使是农地确权政策信号的释放，南方也能够比北方做出更为强烈的行为响

应并扩大经济差距。

六、结论与讨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化改革显著促进了经济增长并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增长奇迹。 但

中国依然面临着发展不平衡的突出问题，市场化水平与经济发展的区域差距明显，特别是南北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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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１　 作物种植、农地确权与南北经济差距

变量
ＧＤＰ 增长率差距 ＧＤＰ 增长率差距

（１） （２）

无政府作物占比差距 ０． ２３１∗∗∗（０． ０１７） ０． １８２∗∗∗（０． ０１４）

整省确权 － ０． ０５３（０． ０８７）

无政府作物占比差距 × 整省确权 ０． ０１８∗∗∗（０． ００３）

层级确权 － ０． ０６２（０． ２０１）

无政府作物占比差距 × 层级确权 ０． ０６５∗∗∗（０． ０１６）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 ０． ２７６（３． ６４７） ０． ７３０（３． ８１０）

时间趋势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７９ ２７９

　 注：∗∗∗ ｐ ＜ ０． ０１， ∗∗ 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１；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差距呈现出不断拉大的态势。 本文基于作物所蕴含的政治经济学特性，构建“政府管制 － 作物性质

－逃避策略”的分析框架，揭示市场化发育及其区域经济发展差异的生成根源，并逻辑一致地解释中

国南北差距形成的内在诱因。
（一）主要结论

由可实施的逃避策略所决定的被动管制放松，以及由此所引发的市场化进程，往往具有不可逆

性。 从而，逃避策略选择的区域差异性，是导致中国南北区域市场化发育进而引发经济增长差距的

重要根源。 基于全国 １９９７ － ２００７ 年、２００８ － ２０１６ 年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表明：（１）从省际分区

看，表达为“管制”含义的“集权主义作物”（以稻谷、小麦、玉米为代表）的种植面积占比越大，省际层

面的市场化水平越低，从而表明，谷物种植所表达的政府管制对市场化发育具有显著抑制作用，也验

证了“无政府主义作物”种植的逃避策略诱发被动管制放松的逻辑机理。 （２）机制分析表明，谷物种

植对人们的择业偏好与市场文化产生重要影响。 谷物种植占比越高的省份更偏好于“体制内”就业，
创新精神相对偏低，并抑制市场化水平。 （３）差异化管制强度与“南稻北麦”种植文化所共同构成的

“制度基因”，特别是 ２０１３ 年全面实施农地确权的“制度信号”所激发的管制逃避策略的“南强北

弱”，是中国南北市场化与经济发展差距扩大的原发性根源。
（二）理论意义

（１）与主流文献对作物的分类标准不同，本文基于作物政治属性维度揭示了政府管制与逃避管

制、主动管制放松与被动管制放松的政治经济学含义，从而丰富了关于管制理论的研究文献；
（２）从作物种植的视角探索区域市场化发育、经济发展差距的根源，从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视角重新

审视作物种植的国家管制含义以及由此带来的“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博弈关系，不仅有

助于理解国家保障粮食安全的制度性功能，而且有助于深化对“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的机理认识；（３）阐明农耕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农业的种植结构不仅表达了气候、地理等

差异，而且能够表达广泛的政治经济学意义。 其中，作物品种的选择隐含着“政治”意蕴，种植文化作

为制度遗产对中国市场化发育与南北经济差距具有重要的解释力。
（三）政策含义

谷物性质及其管制逃离策略有着重要的现实意蕴。 （１）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是政治底线，必须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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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保障国家粮食供给安全。 一个基本的策略是，在保障粮食种植的前提下，扩大复耕土地面积、增加非

谷物类作物播种面积或复种指数，从而有效实现市场化发育与国家粮食安全的目标兼容。 （２）正确把

握政府管制强化与放松的有序调节，宜管则管，宜放则放，不断改善国家宏观调控功能与市场基础性功

能的激励相容。 尤其是对北方地区来说，放松产业管制，加快市场化改革步伐与对内对外开放力度，推
进重化工业价值链的转型升级和新价值链的重构。 （３）“南北差距”本质上是实行市场经济主动性、积
极性和自觉性的差距。 因此，必须改善营商环境，培育市场文化、契约精神与企业家精神，鼓励多样化的

创新创业，广泛支持民营经济发展，促进南北经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基础上的一体化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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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ｔｈ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ｂｙ Ｒｉｃｅ Ｖｅｒｓｕｓ Ｗｈｅａ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３４４（６１８４）： ６０３ － ６０８.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Ｇａｐ ａｎｄ ｉｔｓ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Ｎａｔｕｒｅ ｏｆ Ｃｒｏｐ

Ｃｏｎｇ Ｓｈｅｎｇｍｅｉ　 Ｇｅｎｇ Ｐｅｎｇｐｅｎｇ　 Ｌｕｏ Ｂｉｌ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ｈａｖｅ ａｌｗａｙｓ ａｔｔｒａｃｔｅｄ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ｉｒｃｌ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ｔｈｅｍ，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ｌｕｅｓ ｔｏ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ｔｈｅ ｇａｐ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 ｒｏｏｔ ｃａｕｓｅｓ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ｖｅ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ｐｒｏｐｅｒ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ｅｄ. Ｔｈｉｓ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ａｔｔｅｍｐｔｓ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ｃｒｏｐ
ｎａｔｕｒｅ － ｅｖａｓ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ｒｏｐ ｎａ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ｇａｐ ｉｎ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ｃｌｅ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ｉ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ｒｅｇａｒｄｅｄ ａｓ 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ｎ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ｂｅ ｄｉｖｉｄｅｄ ｉｎｔｏ ａｃｔｉｖｅ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ａｓｓｉｖｅ ｄ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ｂｌｅ ｅｖａｓ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ｔｒｉｇｇｅｒｅｄ ｂｙ ｉｔ ａｒｅ ｏｆｔｅｎ ｉｒｒｅｖｅｒｓｉｂｌｅ. Ａｓ ａ ｒｅｓｕｌｔ， ａｖｏｉｄｉｎｇ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ｃｈｏｉｃｅｓ
ｗｉｌｌ ｌｅａｄ ｔｏ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ｄｅｇｒｅｅ ｏｆ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ｕｓ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１９９７ ｔｏ ２０１６ ａｃｒｏｓｓ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ａ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ｅｖａｓ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 ｂｙ “ａｎａｒｃｈｉｓｔ” ｃｒｏｐ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ｃａｎ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ｒｏｐ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ｐｌａｎｔｉｎｇ ｃｏｎｔａｉｎｅｄ ｉｎ ｔｈｅｍ，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ｔｈｅｙ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ｅ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Ｓｏｕｔｈ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ｒｉｇｉｎａｔ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ｆｕｌｌ － ｓｃａｌｅ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ａｒｍｌ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 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ｎ ２０１３， ｉｔ
ｈａｓ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 ｔｈｅ ｅｖａｓ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ｓｔｒｏｎｇ Ｓｏｕｔｈ ａｎｄ ｗｅａｋ Ｎｏｒｔｈ”， ｒｅｓｕｌ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 ｅｘｐａ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ｉｓｐａｒ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Ｎｏｒｔｈ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ｏｕｔｈ. Ｔｈｉ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ｎｅｗ ｉｎｓｉｇｈｔｓ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ｓｕｐｐｏｒｔ ｆｏｒ ａｌｌｅｖｉ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ｏｆ ｕｎｂａｌａｎｃｅｄ ａｎｄ
ｉｎｓｕ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Ｃｒｏｐ Ｎａｔｕｒｅ； Ｅｖａｓｉ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ｇｙ； Ｍａｒｋｅ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Ｎｏｒｔｈ － Ｓｏｕｔｈ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ａｐ.

（责任编辑：钱金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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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化、南北差距及其根源———基于作物性质的政治经济学考察


